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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的性腺发育与退化问题研究

高    欣    张富铁    常    涛    刘焕章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多样性与保护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430072)

摘要: 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 是我国的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也是长江水生动物保护的旗舰物种。近年

来, 中华鲟已多次被监测到未进行野外自然繁殖, 其生存前景堪忧。有关其没有繁殖的原因存在多方面的争

议, 尤其是黄真理等提出葛洲坝水利枢纽修建造成中华鲟性腺退化严重, 是导致中华鲟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的

主要因素; 同时, 还宣称“中科院水生所有关否定中华鲟性腺退化的方法和材料, 是不充分和不可靠的”。为了

避免该错误观点对中华鲟的保护造成误导, 文章从中华鲟的性腺发育过程及退化的判断标准、中华鲟的生活

史阶段及性腺状态、葛洲坝与三峡工程对中华鲟繁殖影响等方面, 分析该观点的谬误之处。柯福恩等将正常

发育的中华鲟III期性腺误判为是“退化性腺”; 文章认为刚进入长江不久的中华鲟亲鱼即出现性腺退化, 不符

合中华鲟性腺发育的规律。多年监测数据显示, 葛洲坝水利枢纽导致中华鲟洄游距离缩短并没有改变中华鲟

繁殖的时间格局, 也没有改变中华鲟性腺成熟的比例。黄真理等歪曲他人实际监测的数据, 提出的洄游距离

影响中华鲟性腺发育的模型纯粹是不懂鱼类生物学的人玩弄的数学游戏。尽管现阶段中华鲟的保护确实遇

到了困境, 但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的实施, 电捕和滚钩等彻底取缔, 限制产卵场区域人类活动, 加强中华鲟野

外产卵场的修复, 并进行更大规格、更大规模的群体放流, 中华鲟的种群还是有可能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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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是一种低等的硬骨

鱼类,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被认

为是长江水生动物保护的旗舰物种和长江水生态

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物种。近年来, 中华鲟多次被

监测到未进行野外繁殖, 其生存前景堪忧。

有关中华鲟没有繁殖的原因存在多方面的争

议, 包括三峡工程调度导致水文条件改变, 不能满

足中华鲟繁殖的需求; 以及中华鲟繁殖亲本太少,
难以自然配对繁殖, 等等。最新奇的一个论点是黄

真理和王鲁海
[1]
提出的：在葛洲坝水利枢纽修建以

后, 中华鲟的性腺退化严重, 是导致中华鲟种群数

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并宣称“中科院水生所有关否

定中华鲟性腺退化的方法和材料, 是不充分和不可

靠的”。这是一个关乎中华鲟保护的严重问题, 如

果没有正确的源流认识, 任由谬论误导, 将极大地

影响中华鲟未来的保护工作。

经过仔细研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
下简称中科院水生所)的相关文献, 并分析黄真理

等的系列文章就可以发现, 黄真理等没有亲自在长

江对中华鲟洄游和繁殖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和

数据, 而是选择性地引用他人文章中的数据, 然后

发挥想象力, 编造故事, 自我陶醉。而中科院水生

所的研究结果是通过长期实地调查取得的, 具有客

观性和科学性, 经得起推敲和质疑。本文试从中华

鲟的性腺发育过程及退化的判断标准、中华鲟的

生活史阶段及性腺状态、葛洲坝与三峡工程对中

华鲟繁殖影响等方面, 论述中华鲟的性腺是否可以

发育成熟? 是否存在性腺退化现象? 从而为中华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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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1    鱼类性腺的发育与退化过程

1.1    鱼类性腺的发育与退化过程

鱼类的生殖系统包括性腺(精巢、卵巢)和生殖导

管(输精管、输卵管)。鱼类的生殖细胞可以分为6个
发育时相, 对应地鱼类的性腺发育可以划分为6个时

期, 即Ⅰ—Ⅵ期。其中Ⅰ—Ⅲ期为发育不成熟的性腺,
Ⅳ—Ⅴ期为成熟性腺。对于一生多次产卵的鱼类来

说, 性腺发育到Ⅳ期成熟, 可以产卵; 产卵过程中为

Ⅴ期性腺, 这一时期极为短暂; 产卵完成后为Ⅵ期性

腺。在一般情况下, 产卵后会慢慢恢复到Ⅱ期性腺,
然后再发育成熟, 进入新的繁殖循环

[2—5]
。

性腺退化(Gonadal degeneration)现在一般是指

性腺成熟(性腺Ⅳ期), 但因环境条件无法满足繁殖

需求导致不产卵(排精)或者部分产卵(排精), 从而

错过繁殖窗口期后性腺再被吸收的过程。也有研

究将完全产卵和排精后, 性腺(Ⅵ期)回复到Ⅱ期的

过程视为性腺退化。其特征是性腺逐渐萎缩、营

养物质被吸收, 性腺会从Ⅳ或者Ⅵ期回到Ⅱ期
[3—7]

。

性腺成熟与退化可以通过形态学、组织学观察和

血清学检查来进行判断。

1.2    中华鲟“性腺退化”的由来

早在1971—1982年开展的葛洲坝工程“救鱼问

题”论证过程中, 就有人“预测”中华鲟受到葛洲坝

阻隔 ,  不能溯游到长江上游的产卵场 ,  性腺会退

化。柯福恩等
[8]
首次“证实”了葛洲坝下中华鲟大规

模性腺退化的问题。他们认为, 在葛洲坝工程修建

后, 下游环境条件发生变化, 造成了大量的中华鲟

出现性腺退化现象。他们分析了1984年4—5月和

10—11月在葛洲坝下宜昌江段采集的中华鲟样本,
认为存在很高比例的性腺退化, 性腺退化个体占繁

殖群体个体总数的48.87%, 雄鱼性腺退化个体比例

为29.41%, 雌鱼性腺退化个体比例达71.43%。特别

是在10—11月的样本中, 除1尾雌鱼外其余9尾均存

在性腺退化现象。

柯福恩等
[8]
定义中华鲟性腺退化的形态学标准

为“雄鲟: 性腺上脂肪重比正常脂肪重的平均值减少

50%以上, 精巢重比正常精巢重平均值减少或者增

加10%以下; 或雄鱼性腺上的脂肪全部消耗完, 精巢

重不超过1.5 kg的性腺为退化性腺。雌鲟: 性腺上脂

肪基本消失或剩下很少, 卵径没有增大, 卵粒变色、

变形, 成熟系数在10以下的卵巢为退化卵巢。”
我们认为, 以性腺上的脂肪多少作为标准判断

中华鲟性腺是否退化是不合适的。研究发现, 对于

西伯利亚鲟或者俄罗斯鲟的雄鱼, Ⅱ期精巢完全包

埋在脂肪中, 性腺上脂肪约为性腺重量的80%—
95%; 精巢发育至Ⅲ期时, 脂肪大量减少。雌鲟到

Ⅱ期末, 卵巢也被大量脂肪包围; Ⅲ期时滤泡增长,
卵膜层加厚, 性腺变长变大, 卵黄沉积, 脂肪会大量

减少, 白色的、灰色的卵母细胞会增加。到IV期

时, 无论雌雄鲟鱼的性腺上几乎都完全看不到脂肪
[7]
。

同样, 中华鲟IV期时, 性腺脂肪已消失或仅有少量

丝络状的脂肪组织
[9, 10]

。因此脂肪的减少、尤其

Ⅲ期性腺发育过程中脂肪大量减少是鲟鱼正常发

育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以此将其作为判断性

腺退化的标准, 容易误将正常发育的中华鲟Ⅲ期性

腺判断为退化性腺。

此外, 以“卵径没有增大, 卵粒变色、变形, 雌
鲟性腺成熟系数低于10的即为退化”, 判断也不严

谨。因为正常生长Ⅲ期雌鲟的卵径是较小的(中华

鲟为2.0—3.7 mm, 俄罗斯鲟或者西伯利亚鲟为

1.6—2.6 mm), 卵母细胞呈现多种颜色(黄、白、灰

等), 卵巢中有卵原细胞和Ⅰ—Ⅲ时相的卵母细胞

同时存在, 大小和形态各异, 此时中华鲟性腺成熟

系数为3.2—13.6[7, 9, 10]。因此, 以此作为性腺退化的

判断依据, 也极易将正常发育的Ⅲ期卵巢误判为退

化性腺。

柯福恩等
[8]
观察到所谓退化中华鲟雌鲟“卵粒

没有光泽, 呈灰白色、黄白色、浅褐色且带白色斑

纹, 尤如麻雀蛋壳的花纹, 有的呈糊状花纹”, “卵粒

的卵径波动在 2.1—3.3 mm, 平均2.75 mm, 成熟系

数波动在4.91—9.68, 平均7.62。同一卵巢有的卵粒

大小不均, 20尾鱼的卵巢都伴随白色点状的Ⅱ时相

卵粒”, “大多数都是处在第Ⅲ时相的卵母细胞, 但
也有第Ⅳ时相的卵母细胞”, “卵膜(放射带和胶质

膜)加厚, 其厚度可增至42.19 μm”。实际上, 这些卵

母细胞的大小、颜色、时相及卵膜结构等, 都比较

符合雌鲟正常发育Ⅲ—Ⅳ期性腺的特征, 而不是性

腺退化。

周春生等
[9]
和四川省长江水产资源调查组

[10]
详

细记载了中华鲟性周期中已产卵性腺退化的特征:
Ⅵ期时, 性腺松弛充血, 绝大部分成熟卵已排出, 残
存在卵巢中的主要是结缔组织和排卵后脱落的滤

泡膜。有少量未产出的过熟卵已处于退化过程中,
这些卵粒已失去弹性, 体积膨大, 卵径可达8 mm,
形状为不规则的球形, 呈灰褐色, 卵核和卵黄粒溶

解或仅存少量卵黄粒, 卵膜变形, 厚度不均, 卵膜很

易破裂。卵巢内除少量第Ⅳ时相卵母细胞外, 主要

为第Ⅱ时相的卵母细胞, 黄白色, 数量较多, 卵径

0.3—0.9 mm, 成熟系数2.5—5。Chebanov和Galich[7]

也记载: Ⅵ期时, 性腺强烈充血, 结构松散, 开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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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边界和膜层。但是, 如果错过了产卵期,
性腺会出现再吸收, 随着再吸收过程的进行, 成熟

卵母细胞界限越来越模糊; 成熟的雌鲟在繁殖温度

下超过20d就会出现过熟卵子和滤泡上皮细胞的再

吸收现象, 成熟卵母细胞形状变得不规则, 边界消

失, 初级卵母细胞越来越清晰可见, 在某些情况下

性腺会萎缩。柯福恩等
[8]
未报道中华鲟性腺有无充

血情况, 所谓的退化性腺中卵母细胞时相也不符

合。从鲟鱼类性腺发育的规律看, 柯福恩等
[8]
所谓

判断为退化的性腺, 实际上是中华鲟正常的未发育

成熟的性腺。

从1984年起, 柯福恩等就以人工繁殖的名义,
申请捕捞中华鲟的亲鱼, 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捕捞

数十尾
[11]

。试问, 既然这些中华鲟的性腺已经“退
化”, 那他们捕去干什么用呢?

2    中华鲟的生活史阶段及其在长江中的性
腺发育过程

2.1    中华鲟在长江中的生活史阶段

中华鲟是一种洄游鱼类, 具有溯河产卵习性。

中华鲟产卵场位于长江上游、金沙江下游, 其繁殖

期为秋季10—11月。在产卵场孵化的中华鲟仔鱼

于长江中生长和发育, 向下游洄游, 于次年4—5月
到达长江口, 然后进入中国近海的大陆架水域, 进
一步摄食和生长。在一般情况下, 中华鲟雌鲟13—
26龄到达性成熟, 雄鲟8—18龄到达性成熟

[10—12]
。

每年6—7月, 在海中长大、即将成熟的中华鲟

个体进入长江口, 溯江而上; 8—9月经过九江; 9月
下旬至10月陆续进入湖北江段; 10—11月份, 上溯

至四川, 并在产卵场下游附近江段的深潭或坑洼中

越冬, 在翌年秋季10—11月再进入产卵场进行繁

殖。由于中华鲟进入长江后, 到完成其繁殖全过程

需要15个月以上的时间, 因此, 每年的6—11月会在

长江不同江段发现处于不同洄游阶段的两类中华

鲟繁殖群体。其中在湖北及以下江段发现的中华

鲟群体, 通常是当年进入长江等待翌年繁殖的亚成

熟个体, 即新股群; 而在上游江段发现的中华鲟群

体则同时包括当年进入长江的亚成熟个体(新股

群), 和上年进入长江准备当年繁殖的成熟个体(老
股群)[10]。根据历史上合江至屏山江段的捕捞情况

来看, 每年10—11月繁殖季节捕获的主要是性腺发

育成熟的老股群, 而性腺处于Ⅲ期的亚成熟个体主

要出现在12月以后。随着葛洲坝工程的修建, 阻隔

了中华鲟的洄游路线, 这也导致中华鲟在坝下大量

聚集, 并同时存在新老两个股群, 而新股群的越冬

场也由四川江段下移至长江中游江段。

产后亲鲟的洄游过程在不同产卵场存在差

异。四川省长江水产资源调查组在长江上游原产

卵场的调查认为, 产后亲鲟大部分迅速降河返回海

洋育肥; 而在葛洲坝产卵场, 王成友
[13]

对4尾精巢

Ⅳ期的雄鲟标记放流发现, 其繁殖后并不立即离开

产卵场, 而是在产卵场徘徊最长达148d, 这意味着

雄鲟从进入产卵场到离开约经历20个月, 而雌鲟则

是立即离开。相关研究显示, 中华鲟降河洄游的速

度较快, 只需花费约15d的时间就可完成整个迁移

过程到达海中
[14]
。

2.2    中华鲟的性腺发育状态

研究表明, 中华鲟成鱼从第一年的夏季进入长

江后, 到次年的秋季进行繁殖, 期间是停食的, 其性

腺发育所需的能量消耗完全依靠身体积累的脂肪

来维持
[10]

。其在不同的生活史阶段, 性腺发育状态

不同; 在繁殖期后, 由于能量消耗极大, 雌鲟需要迅

速返回海洋进行摄食。

在一般情况下, 每年进入长江的中华鲟性腺通

常处于Ⅱ—Ⅲ期, 其中卵粒在不同个体中呈现黄

色、褐色和灰色。灰褐色卵径较大, 平均2.45—
3.07 mm, 黄色卵径略小, 平均2.19—2.62 mm。性

成熟系数为3.2—13.6。卵粒包含在黄色脂肪内, 渔
民称这样的卵巢为“油子”。而精巢呈乳白色, 性成

熟系数较小, 为0.15—0.64。调查发现, Ⅲ期的鲟鱼

通常6—9月份在河口、江苏、安徽、九江、湖北

等江段中出现, 均为新股群。而9—11月在上游江

段发现的鲟鱼中, 大部分个体卵巢处于Ⅳ—Ⅴ期,
为上年进入长江的老股群。此时卵巢内卵径在

3.71—4.90 mm, 多数为4.5 mm, 性成熟系数为

14.8—19.5, 性腺中脂肪很少或无脂肪; 渔民称该时

期的卵巢为“水子”。而精巢挤压或切割时有白色

液体渗出, 性成熟系数在0.62—0.67变动
[10]
。

据相关研究报道, 沙市和宜昌江段曾分别在

1979年和1980年的5月捕获到少量性腺处于Ⅳ期的

“水子”鲟鱼
[15], 说明这部分鲟鱼为上年进入长江,

准备当年上溯参与繁殖的群体。由此可以推断, 在葛

洲坝阻隔前, 中华鲟也能在湖北江段达到性腺成熟。

综上所述, 处于不同生活史阶段的中华鲟, 或
者说中华鲟的新股群和老股群, 其性腺发育状态是

不同的。据此分析, 柯福恩等
[8] 1984年4月采集的

中华鲟是1983年从长江口上溯的待产亲鱼, 应该是

老股群, 其将在1984年10—11月参加繁殖。4月取

样时正是性腺发育时期, 卵粒直径2.9—3.3 mm, 成
熟系数6.49—13.2(柯福恩等

[8]
表 2), “大多数都是处

在第Ⅲ时相的卵母细胞, 但也有第IV时相的卵母细

胞”(柯福恩等
[8]
性腺切片描述原文), 这表明这些卵

6 期 高    欣等: 中华鲟的性腺发育与退化问题研究 1371



巢符合正常发育卵巢的特征(Ⅲ—Ⅳ期), 并不是退

化卵巢。

据危起伟等
[14]

的资料, 1984年中华鲟自然繁殖

两次, 分别是10月16日和11月13日。那么柯福恩等
[8]

1984年10月19—31日采集的雌鲟样本中, 理论上包

括三个类型的群体: 1983年上溯且已在1984年10月
16日产卵的鱼(老股群1)、1983年上溯且即将于

1984年11月13日产卵的鱼(老股群2), 及1984年上溯

将在1985年秋季产卵的鱼(新股群)。老股群1鲟鱼

已完成正常的生殖活动, 繁殖后性腺吸收会从Ⅵ期

慢慢回复到Ⅱ期, 符合性周期规律。老股群2鲟鱼

性腺达到成熟即将参与11月的繁殖, 柯福恩等
[8]
表

2中性成熟系数达到23.33的那尾鱼属于老股群2。
新股群鲟鱼则具有正常发育的尚未成熟的Ⅲ期卵

巢。结合中华鲟雌鱼产卵后几小时内立即降河洄

游的特点
[14], 我们推断1984年10月16日产卵的雌鲟

(老股群1)在10月19—31日不可能出现在产卵场附

近。10月采集的10尾雌鱼样本中, 成熟系数达到

23.33的雌鱼属于老股群2; 其他的个体推测是未发

育成熟、将在1985年秋季产卵的鱼(新股群)。因此

1984年10月的样本中也不存在性腺退化现象。

3    葛洲坝水利枢纽对中华鲟性腺发育的影响

3.1    葛洲坝水利枢纽对中华鲟性腺发育时间的影响

1963—1975年,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截流前,
金沙江三块石、偏岩子、金堆子和长江上游铁炉

滩、望龙碛等产卵场中华鲟第一次产卵的日期从

10月11日至11月1日[10]
。葛洲坝截流之后, 1983—

2002年, 中华鲟第一次产卵的日期从10月13日至

11月7日(图 1)[12, 16]。从时间范围来看, 没有明显的

差异。

为了定量比较, 将10月1日假设为繁殖期的第

一天, 以此量化中华鲟初次繁殖时间。葛洲坝工程

截流前, 1963—1975年, 中华鲟繁殖时间为11—32d,
中值为14d, 平均17d(SD=7d)。葛洲坝截流后, 1983—
2002年, 中华鲟繁殖时间为13—38d, 中值为21d, 平
均22d(SD=6d)。根据t检验分析, 葛洲坝截流前后,
中华鲟在长江上游和中游的繁殖时间没有显著的

差异(P>0.05)。结果表明, 葛洲坝对中华鲟的繁殖

时间没有明显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葛洲坝修建

之后, 宜昌江段满足中华鲟的性腺发育条件和繁殖

条件。洄游距离的改变没有影响中华鲟性腺发育

与产卵繁殖的时间格局。这也说明Huang和Wang[17]

依据洄游距离的模型预测完全脱离实际。

3.2    葛洲坝工程对中华鲟性腺发育成熟比例的影响

中华鲟亲鱼需要在长江中滞留1年以上才能完

成繁殖活动。长江中会存在当年繁殖的老股群和

次年繁殖的新股群, 如果繁殖群体数量保持相对稳

定, 在繁殖季节, 正常的性腺成熟个体比例为50%
左右

[12, 18], 即老股群的个体均可达到性腺成熟。

1981—1998年中华鲟繁殖群体性腺发育成熟

个体的平均比例范围为13.2%—92.6%[12, 18—20], 平
均值61.6%(SD=26.8%, 图 2)。1981年1月4日葛洲

坝截流, 1980年6—10月进入长江的新股群, 部分通

过葛洲坝到长江上游, 部分在葛洲坝下游发育。因

此1981年10—11月的繁殖季节中, 葛洲坝下游繁殖

群体性腺发育成熟的个体比例偏少。1982年和1983年
性腺成熟个体比例为13.2%和20.5%, 明显少于

50%。这是因为1981年和1982年过度捕捞造成次

年性腺成熟个体比例减少
[18]
。

1983年，我国全面禁止中华鲟的商业捕捞,
1984—1990年葛洲坝下游宜昌江段的中华鲟每年

捕捞量降为约62—120尾[12]
。因此, 1984—1990年,

中华鲟性腺成熟个体比例恢复正常, 为37.9%—66.8%,
平均53.4%(SD=8.8%); 1991—1998年, 中华鲟性腺

成熟个体比例增加至77%—92.6%, 平均86%(SD=
5.1%)[12, 20]。这些数据皆证明, 中华鲟繁殖群体中

老股群的个体都能达到性腺成熟, 不存在大量性腺

退化现象。

1991—1998年的性腺成熟个体比例明显大于

1984—1990年(P<0.05)。性腺成熟个体比例增加的

原因是, 葛洲坝水利枢纽修建阻隔了中华鲟的洄游

通道 ,  长江上游产卵场丧失 ,  中华鲟产卵规模减

少。1991年开始, 葛洲坝下游出生个体开始逐渐洄

游补充进入繁殖群体, 但是新股群的数量少于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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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63—2002年长江中华鲟的初次繁殖日期变化(此图用的

是金沙江三块石、偏岩子、金堆子和长江上游铁炉滩、望龙

碛等产卵场中华鲟第一次产卵的日期) [10, 12, 16]

Fig. 1   Changes on spawning date of Chinese sturgeon in the
Yangtze River from 1963 to 2002 (The figure shows the first
spawning dates of Chinese sturgeon in Sankuaishi, Pianyanzi and
Jinduizi sites in Jinsha River and Tielutan and Wanglongqi sites in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10, 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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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数量, 导致性腺成熟比例增加。

以野外调查数据
[12, 18—20]

为依据的分析结果显

示, 严重的过度捕捞会降低次年繁殖群体的性腺成

熟个体比例; 当捕捞数量降低时, 性腺成熟个体比

例会恢复到50%左右; 新股群数量减少会提高性腺

成熟个体比例。同时, 结合周春生等
[9]
、陈金生等

[21]

研究结果显示, 在葛洲坝工程修建之后, 在没有受

到过度捕捞影响的情况下, 中华鲟繁殖群体中性腺

成熟个体比例是正常的, 没有所谓严重“性腺退化”
的现象, 即不影响性腺正常发育成熟。

4    三峡工程对中华鲟繁殖的影响

三峡水利枢纽蓄水运行对中华鲟繁殖活动有

明显的影响(图 3)。三峡水库蓄水运行造成中华鲟

繁殖期产卵场下游水温滞后和流量减小
[22], 导致中

华鲟初次繁殖时间从10月中下旬推迟到11月底, 繁
殖次数从每年2次减少到1次(2012年有2次) [16 ]。
2013年、2015年、2017—2019年, 中华鲟在长江中

没有进行繁殖活动。而根据中科院水生所的调查

结果显示, 2017—2019年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已经

减少至10—24尾, 难以自然配对繁殖。

5    关于中华鲟性腺退化问题的讨论

5.1    柯福恩等对中华鲟性腺退化现象的误判

柯福恩等
[8]
提出了中华鲟大规模性腺退化的问

题。其研究认为, 在葛洲坝修建以后, 由于产卵环

境条件发生改变 ,  导致中华鲟性腺发生退化 ,
1984年4—5月和10—11月葛洲坝下宜昌江段雌鱼

性腺退化个体比例为71.43%, 雄鱼性腺退化个体比

例为29.41%, 性腺退化个体占繁殖群体个体总数的

48.87%。

然而仔细分析柯福恩等
[8]
判断性腺退化的标

准, 无论是以性腺上脂肪的重量, 还是以卵径的大

小和性成熟系数低于10为标准, 都不能准确地判断

是否为性腺退化。正确的判断必须是经历IV或者

VI期后的性腺, 卵巢充血, 卵母细胞出现再吸收的

情况。柯福恩等
[8]
判断为性腺退化的雌鱼应该是未

发育成熟的鱼。同时, 柯福恩等
[8]
没有提供制定性

腺退化标准的理论依据和数据基础, 也没有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来验证该标准, 因此这些所谓“标准”从
理论、数据和统计学等方面都没有实质的支撑。

中华鲟性腺退化观点的提出还存在着一定的

时代背景, 即20世纪70、80年代, 葛洲坝救鱼之争,
国家水产总局力主修建过鱼设施, 作为拯救中华鲟

等珍贵稀有水生动物的主要保护措施
[23, 24]

。水利

枢纽工程会造成洄游亲鱼性腺退化的观点则是支

撑修建过鱼设施的依据之一
[25]

。1981年, 张亢西
[25]

就以俄国鲟和鳇为例, 提出了大坝会造成坝下洄游

亲鱼性腺退化的观点, 并建议建设“水利枢纽渔业

综合工程”, 例如鱼道。因此, 柯福恩等
[8]
并非提出

中华鲟性腺退化的第一人, 而只是“印证”了这一观点。

5.2    黄真理等
[1, 17]

、柯福恩等
[8]
对中华鲟性腺发育

过程的错误认识

从黄真理等
[1, 17]

、柯福恩等
[8]
对中华鲟性腺退

化的观点看, 他们对于中华鲟的性腺发育过程存在

若干错误的认识。首先, 黄真理和王鲁海
[1, 17]

通过

建立性腺发育模型认为, 中华鲟的性腺发育与洄游

距离相关; 在葛洲坝工程截流后, 由于洄游距离减

少, 所以中华鲟性腺退化。这是十分荒谬的。据柯

熏陶
[15]

报道, 沙市和宜昌江段曾分别在1979年和

1980年春季(5月)捕获到性腺处于Ⅳ期的“水子”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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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81—1998年长江中华鲟繁殖群体性腺成熟个体比例变

化
[12]

Fig. 2   Proportion changes of individuals with mature gonad in
spawning stock of Chinese sturgeon in the Yangtze River from
1981 to 199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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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7—2019年三峡工程蓄水前后中华鲟繁殖日期(2014年
中华鲟的繁殖时间和地点不确定)
Fig. 3   Spawning dates of Chinese sturgeon before and after
impoundmen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from 1997 to 2019
(The spawning date and location are unknown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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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说明在葛洲坝工程阻隔前, 中华鲟就可以在湖

北江段达到性腺发育成熟, 与洄游距离无关。在葛

洲坝工程阻隔后 ,  中华鲟在坝下能够成功繁殖。

1984—1998年, 繁殖雌鱼个体为年均72尾(26—
163尾)或62尾(24—133尾)(常剑波

[12]
表5.15, 按照雌

鱼平均怀卵量64.5万粒的产出率为100%计算)。危

起伟等
[14]

也报道，1998年、2005年和2007年仅一

批次繁殖活动中产卵雌鱼数量就可达154尾、

159尾和176尾。这说明中华鲟在葛洲坝下可以大

批量正常发育成熟。对葛洲坝建坝前后中华鲟繁

殖的时间对比, 也没有发现差异。洄游距离的变化

没有影响繁殖时间和性腺成熟。Huang和Wang[17]

的性腺发育模型是闭门造车, 空中楼阁, 完全不符

合中华鲟的实际情况。以是否符合模型的结果来

讨论中华鲟的性腺退化问题, 无异于“郑人买履”,
让实际的数据去迎合理论模型。

此外, 黄真理等
[1, 17]

、柯福恩等
[8]
对中华鲟性

腺退化的认识也不符合中华鲟的生活史阶段的常

识。黄真理和王鲁海
[1]
认为: 1981—1995捕捞的中

华鲟中, “新股群和老股群都出现性腺退化”, 纯属

凭空臆想。柯福恩等
[8]
认为1984年4月的样本中有

退化的性腺, 这有悖于中华鲟性腺发育的规律。这

些老股群鱼类还未到产卵期, 从性腺发育的卵径、

时相和成熟系数来看, 都属于正常III—IV发育过程

中的特征。他们还认为1984年10月的样本中, 新股

群也存在性腺退化的现象。如果新股群刚刚进入

长江不久, 性腺就退化, 性腺退化的胁迫原因是什

么? 如果没有严重的胁迫因子, 性腺就发生退化, 这
也有悖于鱼类生活史的一般特征。

5.3    黄真理等
[1]
对中华鲟相关研究数据的曲意歪解

除了对中华鲟性腺发育基本认识的错误之外,
为了证明黄真理等(Huang和Wang[17])的观点, 黄真

理和王鲁海
[1]
对中华鲟相关研究数据进行曲意歪

解。他们认为1981年中华鲟的性腺退化率为70%,
其使用的性腺成熟个体数来源于曹文宣等

[26]
和“胡

兴祥(1989)”(注: 黄真理和王鲁海
[1]
文中引用的文献

“胡兴祥. 葛洲坝鱼类救助工作综述”是不存在的,
第七页是“水生所. 关于葛洲坝枢纽下游中华鲟自

然繁殖的调查报告”一文
[27])。当时, 曹文宣等和周

春生等皆为中科院水生所第一研究室的同事, 1981年
中华鲟性腺发育数据来源一致。周春生等

[9]
已经证

实, 仅1982年调查到1尾雌鱼的卵巢有不正常现象,
并且卵巢上有较多的脂肪。1981年没有中华鲟出

现性腺退化的现象, 性腺退化率为0。曹文宣等
[28]

也没有提及中华鲟性腺退化的现象。然而, 黄真理

和王鲁海
[1]
的文中却有意曲解数据, 认为除了11尾

性腺发育到IV期或产过卵的中华鲟之外, 其余皆为

性腺退化个体, 推算结果为70%的性腺退化率。该

结果是严重地歪曲事实, 蓄意抬高性腺退化率。实

际上, 1981年1月4日葛洲坝截流, 1980年6—10月进

入长江的新股群, 部分通过葛洲坝, 部分在葛洲坝

下游发育, 因此1981年10—11月繁殖季节葛洲坝下

游繁殖群体中老股群数量较少, 导致性腺发育成熟

个体比例偏少, 并非性腺退化造成
[18]
。

关于1996—1998年的性腺退化率为63.5%。黄

真理和王鲁海
[1]
引用1997年的实际产卵雌鱼数量为

18尾(数据来源于危起伟
[29])。危起伟

[29]
文中明确指

出, 18尾仅为第一次产卵雌鱼数量, 第二次产卵雌

鱼数量不明。黄真理和王鲁海
[1]
选择引用数据, 明

显低估雌鱼繁殖比例, 以此来提高性腺退化率。

此外, 黄真理和王鲁海
[1]
对陈金生等

[21]
的数据也

进行了选择性的使用。黄真理和王鲁海
[1]
认为, 陈

金生等
[21]

的“材料和方法部分语焉不详, 比如调查

样本76尾, 来源模糊”, 而且附件记录中只有66尾样

本的来源记录, 还差10尾, 并得出结论陈金生等的

复核报告是不可靠的。然而, 在早期的研究中, 黄
真理

[30]
却引用了陈金生等

[21]
的76尾数据为依据计

算了1989年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这说明黄真理

等为了达到其不同的目的, 会特意选择性地使用数据。

同样, 黄真理和王鲁海
[1]
的结果显示, 葛洲坝截

流之后中华鲟性腺退化十分严重, 性腺退化率为

75.8%。根据该研究结果计算, 性腺成熟个体比例

应小于24.2%。然而, 黄真理
[30]

的《利用捕捞数据

估算长江中华鲟资源的新方法》和黄真理等
[31]

的

《葛洲坝截流前后长江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变动

研究》在计算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时 ,  引用的

1984—1990年的性腺成熟个体比例均为51.1%—
58%(该数据来源于赵燕等

[18]
和肖慧

[20]), 明显高于

24.2%。这是黄真理等选择性使用数据的证据, 同
时也说明采用正确方法计算的结果与实际数据吻

合, 用所谓性腺发育理论模型计算的结果则完全脱

离实际。

5.4    中华鲟是否可以性腺发育成熟以及未来的保

护措施

虽然葛洲坝水利枢纽修建阻隔了中华鲟的洄

游通道, 造成中华鲟种群数量锐减
[12, 32], 但是宜昌

江段产卵场仍可以提供合适的繁殖条件
[33], 满足每

次平均34或38尾雌鱼完成繁殖活动
[12]

。这说明一

般情况下, 中华鲟在葛洲坝下产卵场可以正常发育

成熟, 并成功产卵繁殖。

如果中华鲟的繁殖活动和物种能够得到有效

保护, 中华鲟的种群是有可能以较小的规模长期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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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
[32]

。然而, 中华鲟的保护效果并不好, 其繁殖

群体数量持续减少。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 第一,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受到三峡工程

蓄水运行、航道整治等影响
[16, 22, 34], 中华鲟繁殖的

环境条件常常受到人类活动干扰; 第二, 捕捞对中

华鲟种群长期的不利影响
[32]

。中华鲟同白鱀豚、

白鲟、长江江豚一样, 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长

江电缆捕鱼兴起后, 数量急剧减少, 并导致白鱀豚

和白鲟功能性绝灭。目前, 长江实施了十年休渔政

策, 但是在此前的多年时间里, 长江中捕捞压力巨

大, 对中华鲟繁殖群体影响明显; 第三, 人工繁殖放

流规模小对种群的补充效果不明显
[32, 35—37], 自中华

鲟的人工繁殖成功以来, 相对放流量太小, 难以遏

制中华鲟种群下降的趋势。尽管如此, 目前没有确

凿的证据表明中华鲟的性腺有大规模的退化现

象。因此, 中华鲟的野生群体保护仍然具有希望。

从目前存在的问题看, 未来中华鲟的保护需要采取

多方面的措施, 包括野外产卵场的修复和繁殖条件

的满足, 及更大的群体放流规模, 等等。我们相信,
随着未来保护措施的落实, 中华鲟种群的恢复还是

非常有可能的。

6    结语

中华鲟是长江的旗舰物种, 是长江生态系统健

康的标志。保护中华鲟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保护

中华鲟需要科学、客观地分析其所面临的困境, 因
症施策, 这样才能保证措施的有效性。目前有关中

华鲟大规模性腺退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柯福恩等
[8]

对性腺退化判断的标准不科学, 将正常发育未成熟

的III期性腺作为退化性腺处理, 甚至认为中华鲟刚

刚进入长江不久即出现性腺退化, 不符合中华鲟性

腺发育的规律。黄真理等
[1, 17]

沿袭了这一错误的认

识, 并且以调查数据不符合他们的模型结果, 从而

否定调查数据的正确性, 严重误导公众的认识。监

测数据显示, 葛洲坝工程没有改变中华鲟繁殖的时

间格局, 也没有改变中华鲟性腺成熟的比例, 黄真

理等的性腺分析模型是脱离实际的。而且, 黄真理

等
[1]
还将柯福恩等称为“吹哨人”, 一方面是将其错

误认识以正确自居, 另一方面是想误导大众, 污蔑

中科院水生所的正确观点。该论文已经不再是学

术研究和探讨, 充满了恶意的攻击, 居心叵测。科

学论文和期刊本应以科学探索和学术研究为主旨,
可以百家争鸣, 而不是党同伐异。当然, 现阶段中

华鲟的保护确实遇到了困境。但是, 我们相信, 如
果加强中华鲟野外产卵场的修复和繁殖条件的满

足, 进行更大规格、更大规模的群体放流, 中华鲟

的种群还是有可能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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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GONADAL DEVELOPMENT AND DEGENERATION OF
CHINESE STURGEON, ACIPENSER SINENSIS

GAO Xin, ZHANG Fu-Tie, CHANG Tao and LIU Huan-Zhang
(The Key Laboratory of Aquatic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Institute of Hyd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turgeon (Acipenser sinensis), a critically endangered and iconic spec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failed
to breed in recent years, making this species on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The causes of breeding failure remains contro-
versial. Huang, et al. propos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Gezhouba Dam was the main factor that resulted in serious gona-
dal degeneration of the mature Chinese sturgeon, ultimately leading to its sharp population decline. Besides, they also
claimed that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the research performed by Institute of Hyd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HB) to deny the concept of gonadal degeneration of Chinese sturgeon are inadequate and unreliable”. In or-
der to prevent this wrong conception from misleading conservation for Chinese sturgeon, here we refuted this wrong
conception by analyzing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gonadal development and degradation criteria, life history stages and
gonadal status of Chinese sturgeon,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Gezhouba Dam and Three Gorges Dam on the spawning
activities. Ou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Ke, et al. misjudged the normally developed stage Ⅲ gonad of Chinese sturgeon
as “degenerated gonad”. Their viewpoint that the gonads of adult sturgeons started to degenerate quickly after entering
the Yangtze was also wrong because the viewpoint obviously departed from the common law of gonad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rgeon. By analyzing long-term monitoring data, we demonstrated that the spawning dates and the gona-
dal maturation ratio of the spawning stock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migration distance was shorter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Gezhouba Dam. The effective breeding model proposed and constructed by Huang, et al. is com-
pletely erroneous because they distortedly interpreted and used the data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eir model is only a
mathematical game created by people without fish biological knowledge. Although the current protection of Chinese
sturgeon is challenging, we believe that the population of this species will be recovered if we can reduce human activi-
ties in the spawning area, take more effective actions to restore the spawning ground and the breeding conditions, and
release more big-size individuals when accompanying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n-years fishing ban in the Yangtze
River.

Key words: Chinese sturgeon; Gezhouba Dam; Three Gorges Dam; Gonadal degeneration;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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